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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交汇

———以美国为样本的观察

阎　天

　　内容提要：规制研究与部门法学之间在过去数十年间发生了广泛的对话和互构，美国
集体劳动关系法学是研究这一学科交汇现象的合适样本。规制研究与美国集体劳动关系

法学的交汇经历了全面疏离和有限接触两个阶段，两个学科在第一阶段相互疏远，在第二

阶段则以回应型规制理论的提出为契机、以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引入该理论为标志展开接

触。概念和价值上的妥协为接触创造了可能，而现实的政治考量则是妥协的动因。在美

国，规制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交汇仍处于初步阶段，但由于两个学科达成进一步妥

协的空间已经较为有限，交汇的前景并不乐观；在我国，这一交汇虽然尚未起步，但是理论

上的障碍比美国更小，前景更为积极。通过对二者交汇的研究，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规制

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概念认知、价值基础和演进规律，探索推进我国规制研究的有

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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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天，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过去数十年间，规制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学思潮，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诸多部

门法学发生交汇，展开对话乃至互构。这种交汇已然极大地改变了部门法学的面貌，为部

门法学增添了新的研究议程、工具和进路；这种交汇也推动规制研究走向成熟，使其不但

成长为行政法学的重要分支，而且在各部门法学之间发挥了粘合剂的作用，增强了法学作

为学科的整体性。那么，这种交汇何以发生，有何表现？如何评价交汇，从中又能得到怎

样的启示？交汇为规制研究和部门法学揭示了怎样的前景？这是本文致力于回答的主要

问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选择规制研究与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交汇作为讨论的

样本。规制研究发端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导源于美国政学两界对于规制弊端的反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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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社会科学方法特别是经济学方法引入法学，凝聚成一个与部门法学者既有交叉、又相

对独立的群体。所谓集体劳动关系法，是指国家规制劳动者结成工会等组织，与用人单位

展开谈判、罢工等形式的斗争和合作，订立和履行集体谈判协议，建立和维护职场秩序，实

现劳资自治的法律。在历史上，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并没有像某些其他部门法学那样

直接倒向规制研究，而是经历了从疏离到接触的态度转变；接触过程也并非全无保留，而

是原则与妥协并存。这种复杂性有助于呈现出规制研究与部门法学之间关系的多重面

向。透过规制研究与美国集体劳动劳动法学的交汇，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两个学科的概念

认知、价值基础和演进规律，进而可能推及其他国家和其他部门法学。

本文拟分别回溯规制研究与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学之间关系的疏离期和接触期，分

述双方的态度，探讨其表现和成因。同时对双方关系的全过程进行评估，从中寻找对于法

学研究的启示，并提出对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展望。

一　规制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全面疏离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规制研究与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处于全面疏离状态，相互之间很
少交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双向度的：从规制研究一方来说，对规制概念的理念、对

美国国情的认识，加上对辩论话术的考虑，都阻止了学者将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当作重要的

论证范例；而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一方来说，学者不仅与规制研究存在概念之争，更存在

难以调和的价值对峙，导致他们很难将规制研究的方法引入自身学科领域。

（一）规制研究的疏离态度

依照常理揣度，规制研究对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应当会产生相当的兴趣。集体劳动

关系是美国政府最早介入和规制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国家建立专门的规制机构———国

家劳动关系委员会，聘请专业人士出任委员，赋予委员会规则制定权和纠纷解决权，这些

规制举措都为后来的许多规制项目所借鉴。规制研究与美国劳动法学的另外两个支

柱———个别劳动关系法学和反就业歧视法学———也都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互动。〔１〕 在

这种背景下，规制研究对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疏离态度显得尤为醒目。虽然规制研究

的代表学者如布雷耶、桑斯坦等人都曾在著作中提及集体劳动关系，〔２〕但是他们论证核

心观点的例证往往来自环境、资源等规制领域。〔３〕 集体劳动关系法学散见于规制研究文

献的各个角落，从未获得整体性的回应。

规制研究疏远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原因何在？虽然学者从未明言，但是从规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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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桑斯坦曾以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为例，计算规制每拯救一条生命所需的成本，以此为据研究规制的正当性问

题。参见［美］凯斯·Ｒ．桑斯坦著：《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钟瑞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第２６５－２６６页。个别劳动关系法学者与规制研究学者合作发文也并非个例，参见 ＩａｎＡｙｒｅｓ＆ＳｔｅｗａｒｔＳｃｈｗａｂ，
Ｔｈ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８Ｋａｎ．Ｊ．Ｌ．＆Ｐｕｂ．Ｐｏｌ’ｙ７１，７１（１９９８）。
参见［美］史蒂芬·布雷耶著：《规制及其改革》，李洪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６０页。
例如，桑斯坦在《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一书中的主要例证取自“对环境、职业安全和健康、广播电视以及

歧视的规制”。参见［美］凯斯· Ｒ．桑斯坦著：《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钟瑞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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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山之作布雷耶的《规制及其改革》一书当中，可以爬梳出答案的若干线索。〔４〕 规制研

究对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冷淡态度主要源自三方面的因素：

一是对规制概念的理解。布雷耶不想把规制扩张到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同义的

程度，试图给规制的概念设定某些界限，而集体劳动关系法恰恰处于界限之外，至少也与

中心相距甚远。其一，布雷耶将“规制性”不足的政府干预措施排除出了规制的概念。

“规制性”是指以政府干预替代市场主体自治，而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却主张以劳资集体自

治作为职场秩序的基础，国家更多通过促进自治的方式间接干预劳资关系，而不是通过摧

毁自治的方式来直接干预，这就构成了“规制性”的不足。其二，布雷耶将“经济性”不足

的政府干预措施排除出了规制的概念。当代规制研究普遍采用经济性与社会性规制的二

分法，而经济性规制历来是规制研究的核心。因为，经济性规制的目标———经济效率———

明确且可度量，而社会性规制的目标往往不够清晰，更不易度量；经济性规制有明确的替

代性机制———市场，而社会性规制则没有；社会性规制往往牵涉某些人文价值，如果加以

改革，就可能被指责为缺乏人文关怀。〔５〕 这就将集体劳动关系法这种典型的社会规制推

离出规制研究的视线。其三，布雷耶将若干规制手段界定为“经典规制”，将包括谈判在

内的其他手段理解为“经典规制”的替代措施，而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却主张以劳资集体谈

判作为建立职场秩序的主要手段，要求国家将大部分力量投入到促进谈判当中。在布雷

耶之后，对规制概念的理解继续阻碍规制研究关注集体劳动关系法学。例如，英国学者奥

格斯认为，法律设定“不可转让的权利”并不属于一种规制措施，因为“在确保与特定目标

的一致上，国家并没有扮演主动的或积极的角色”。〔６〕 而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基石之一，就

是工会不得代劳动者向资方转让某些权利，例如通过司法手段寻求救济的权利。通过不

断给规制的概念设定新限制，规制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之间的障碍越来越多。

二是对美国国情的认识。规制研究的议程并非学者们所制定，而是对规制改革这一

政治议程的回应。集体劳动关系问题虽然曾一度占据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是自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起，美国工人运动持续衰落，工会覆盖率不断走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尽管
民主党同时控制了总统职位和国会两院，但是集体劳动关系法的改革动议仍然落空，导致

人们对改革普遍绝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里根上台之后立即采取断然手段，弹压了全国
空管业大罢工，沉重挫败了工会的气势。工人运动从此一蹶不振，集体劳动关系也移出了

规制改革的议程，自然难入规制研究者的视野。规制研究的兴起与保守主义在美国社会

的日益高涨几乎是同步的，而保守主义在诸多方面与集体劳动关系法不相容。正如布雷

耶所指出的，“谈判能力的不平等”虽然可以论证规制的正当性，却在美国并不常用，这无

疑是崇尚自由压过平等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产物。〔７〕 而劳资谈判能力的不

平等正是论证劳方应当结社对抗资方的关键论据，舍此则整个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将失去

依托。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布雷耶甚至可能把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当成麻烦和包袱，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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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６〕

〔７〕

除非特别说明，本部分布雷耶的观点均引自［美］史蒂芬·布雷耶著：《规制及其改革》，李洪雷等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０、２３０页。
ＳｅｅＰｈｉｌｉｐＪ．Ｈａｒｔｅｒ，ＢｏｏｋＲｅｖｉｅｗ，６７Ｍｉｎｎ．Ｌ．Ｒｅｖ．１０６５，１０６７－１０６８（１９８３）．
［英］安东尼·奥格斯著：《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６１页。
参见［美］史蒂芬·布雷耶著：《规制及其改革》，李洪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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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学者激怒保守力量，诱发后者阻碍规制改革的进程。

三是对论辩话术的考虑。在规制研究的新创时代，周边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对于规制持

有很不友好的态度。政治学家倾向于用管制俘获和利益集团理论来解释规制产生的原因，

否定了“规制为实现公共利益而生”的观点，也否定了规制存在的正当性。布雷耶的立场是

改革而非废除规制，就如桑斯坦的立场是重塑而非摧毁规制国。〔８〕 为了避免与政治学家

正面交锋，布雷耶将规制研究限定在规范主义的立场上，只考虑如何将规制的目标和手段

更好地匹配起来，而不去质疑规制本身。〔９〕 不巧的是，集体劳动关系法正是政治学家用来

论证管制俘获和利益集团存在的例子。他们主张作为规制对象的工会反过来俘获了规制

者，使得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制定和实施都偏向自己；工会作为重要的利益集团，在游说规制

立法时所促进的并非公共利益，而是工会及其会员的利益。〔１０〕 如果过多谈论集体劳动关

系，将不可避免地卷入一场竭力回避的纷争，这大概是规制研究学人三缄其口的重要原因。

（二）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疏离态度

与规制研究对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顾虑和疏远相似，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对规制研究

也缺乏热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强制雇主披露信息的研究。在集体劳动关系法上，雇

主负有善意谈判义务，其内容之一是要向谈判对手即工会披露若干信息。诸如工资福利等

与工会所代表的员工利益直接相关的信息，应当以披露为原则、以不披露为例外；反之，涉及

工会所代表的员工以外的第三方的信息，以不披露为原则、以披露为例外。〔１１〕 这一规定的

目的是缓解集体谈判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防止工会一方由于缺少相关信息而居于劣势地位。

集体劳动关系法上的这些规定与规制研究的热门议题———信息规制———可谓高度契合。

规制研究指出，信息规制可以服务于分配性的目标，强制信息披露有助于增进社会弱势群体

的福利。〔１２〕 然而，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却并没有就此与规制研究展开对话。这一点尤其表

现在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代表学者萨缪尔·伊斯特莱彻（ＳａｍｕｅｌＥｓｔｒｅｉｃｈｅｒ）身上。１９９３
年，伊斯特莱彻发表了自己的代表作，提出了改革集体劳动关系法的方案，其中专门讨论

了如何改进立法以鼓励劳方与资方共享信息，却并没有谈及规制研究的任何成果。〔１３〕 耐

人寻味的是，当学术焦点从向工会披露信息转移到向员工披露信息、从集体劳动关系法转

向个别劳动关系法之后，劳动法学界就毫无障碍地参考了信息规制的研究成果。〔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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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ＳｅｅＦｒａｎｋＨ．Ｅａｓｔｅｒｂｒｏｏｋ，ＢｏｏｋＲｅｖｉｅｗ，９０Ｊ．Ｐｏｌｉｔ．Ｅｃｏｎ．１３００，１３０２（１９８２）．
参见［美］史蒂芬·布雷耶著：《规制及其改革》，李洪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２－１６页。
例如，奥格斯曾引述公共选择理论的论断：与消费者权益组织之类代表公共利益的组织相比，诸如工会、生产者

组织之类代表局部利益的组织更能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更能对立法产生影响，以至于“规制是产业所要求的并

主要为其利益而设计和运作的”。［英］安东尼·奥格斯著：《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７２－７３页。译文将工会（ｔｒａｄｅｕｎｉｏｎ）误作“贸易联盟”。
ＳｅｅＳａｍｕｅｌＥｓｔｒｅｉｃｈｅｒ＆ＭａｔｔｈｅｗＴ．Ｂｏｄｉｅ，ＬａｂｏｒＬａｗ，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ｐ．１２８－１３２．
参见［英］安东尼·奥格斯著：《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
第１２７页。
ＳａｍｕｅｌＥｓｔｒｅｉｃｈｅｒ，ＬａｂｏｒＬａｗ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ａＷｏｒｌｄ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Ｍａｒｋｅｔｓ，６９Ｃｈｉ．ＫｅｎｔＬ．Ｒｅｖ．３，４１－４２
（１９９３）．
例如，在其关于信息披露的文章开篇之处，集体劳动关系法学者东林馨即引用了规制研究学者桑斯坦的成果。

ＳｅｅＣｙｎｔｈｉａＥｓｔｌｕｎｄ，ＪｕｓｔｔｈｅＦａｃｔ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ｆｏｒ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６３Ｓｔａｎ．Ｌ．Ｒｅｖ．３５１，３５１（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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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疏远规制研究的原因何在？疏离是双向的，两个学科对于彼此的

顾虑也有相似之处。双方都认为，“规制”与“集体劳动关系”在概念概念层面存在不可调

和的分歧。前文指出，在布雷耶看来，规制与自治、规制与谈判之间都是替代关系；而在集

体劳动关系法学看来，如果劳资集体自治和集体谈判被替换掉，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学界对

于集体劳动关系的设想。美国劳动法学的创始人阿奇博德·考克斯（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Ｃｏｘ）曾经
这样描述整个设想：集体谈判是“工业自治政府的机制”，《华格纳法》（ＴｈｅＷａｇｎｅｒＡｃｔ）等
立法及法院判例构成这一政府的“宪法”，集体谈判协议是“立法”，而申诉和仲裁程序则

是“行政和司法裁判庭”。〔１５〕 如果与规制研究联合的前提是摒弃整个构想，集体劳动关系

法学断然无法接受。

除了概念之争以外，集体劳动关系法学与规制研究之间更存在价值之争。正像布雷

耶所坦承的那样，规制或者说“干预的正当化根据在于人们所宣称的市场在处理特定结

构性问题上的无能”，〔１６〕也就是市场失灵。规制研究所关注的规制目标几乎都可以归结

到矫正市场失灵、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上；超出这一范围的其他规制目标即使获得承

认，也处于非常边缘的状态。例如，规制学者西德尼·夏皮罗（ＳｉｄｎｅｙＳｈａｐｉｒｏ）和约瑟
夫·托梅因（ＪｏｓｅｐｈＴｏｍａｉｎ）在合著的教材当中，用十六页的篇幅论述了规制的经济目标，
即矫正市场的缺陷；而讨论非经济目标的内容只有四页，其中就包括“改善财富的分配”

和“让交易服从于集体价值”这两个明显可以适用于集体劳动关系法的目标。两位学者

进一步指出，规制的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追求非经济目标可能降低

市场运行的效率，这使得两类目标之间的选择充满对抗，具有高度的政治性。〔１７〕 不难设

想，规制研究的选择偏向经济目标，而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选择偏向非经济目标。出身批

判法学的集体劳动关系法学者艾伦·海德（ＡｌａｎＨｙｄｅ）颇为辛辣，他在批评一些人将集体
劳动关系法学归入规制研究的一支———新治理论（Ｎｅｗ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时断然宣称：“某
些法律学者通过修炼某种法学院的瑜伽，将自己从一切道德和政治的承诺中解脱了出来，

而新治理论似乎就是对这些学者的某种神秘崇拜。而其他人仍然服膺道德和政治承诺，

他们身躯过分‘僵硬’，无法加入‘柔韧’的新治理论瑜伽者之列。”〔１８〕换言之，集体劳动关

系法学所服膺非经济目标具有道德性，包括新治理论在内的规制研究却压制这些目标，这

在海德看来无异于“缺德”。两个学科的握手言和可谓困难重重，遥遥无期。

二　规制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局部接触

第一个十年的疏离之后，规制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出现了接触的迹象。接触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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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回应型规制（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理论展开：规制研究者在构建该理论的过程中率先释
放出态度转变的信号，将集体劳动关系用作其核心观点———三方制———的论证依据；集体

劳动关系法学人继而相应，吸收该理论的不同元素，提出了集体劳动关系的新构想。双方

的接触虽然各有目的，但都是出自现实政治的考量。现实的压力迫使双方在概念和价值

层面各自作出妥协，缓解了彼此的对立，为接触开辟了空间。

（一）规制研究的态度转变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规制研究对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态度发生了局部变化。以
伊恩·艾尔斯（ＩａｎＡｙｒｅｓ）和约翰·布莱斯维特（Ｊｏｈｎ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创立的回应型规制理论
为代表，集体劳动关系成为了规制研究的重要对象，集体劳动关系领域的发展被规制研究

采纳为论证核心观点的依据。１９９２年，艾尔斯等发表了《回应型规制》一书，尝试对传统
的规制理论加以修正。〔１９〕 传统的规制架构有两个特点：一是双方制，规制者与规制对象

在结构上分离，呈对峙态势；二是命令—控制机制，规制者居于主动一方并发号施令，而规

制对象居于被动地位，与规制者之间缺乏交流和反馈。这两个特点正是回应型规制的改

革对象。命令—控制机制过分僵化，无法适应各个规制对象的不同特征；由于沟通的匮

乏，规制者无法切实引导和激励规制对象采取合规举措；片面强调对抗的结构也使得执法

中的冲突增多、成本高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回应型规制主张不能只搞惩罚，而是要说

服与惩罚并用。规制者和规制对象应当在执法过程中保持不断的沟通。通过沟通，可以

甄别出具有守法意愿的对象，执法者对他们以说服为主，从而降低执法成本；而对缺乏守

法意愿的对象则加重惩罚，震慑其违法意图。甄别的依据是对象愿意为违法付出的代价，

为此，规制者应当遵循从轻到重的顺序，从所谓惩罚手段金字塔的底端开始，逐级向上选

择惩罚手段，确保守法的努力能够换来惩罚的减轻。

在回应型规制的理论构想之中，充分的沟通是说服与惩罚并用能够奏效的关键。离

开了沟通，就无法判断执法对象的守法意愿，更无法确定合适的执法手段。然而，双方在

沟通过程中频繁接触，规制对象由此获得了“俘获”规制者的机会。腐败将导致规制者沦

为维护规制对象利益的工具。为了避免俘获，艾尔斯等主张建立三方制，引入独立第三方

监督执法过程的透明和清廉。可以充当第三方的既包括非政府组织，也包括规制对象内

部的组织如工会。除了防止俘获以外，建立三方制还可以增进民主。受到规制影响的除

了规制对象，还有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这些利益相关者过于分散，可能导致规制对象接受

规制、而代价却由利益相关者承受的问题。三方制给予利益相关者参与权，让他们与规制

对象平等沟通，决定如何应对规制，这本身就是一种决策民主。

为了论证三方制的可行性，规制研究学者所举出的关键证据正是集体劳动关系。美

国职业安全与健康局设立了合作守法项目，在企业中建立由政府、劳方和资方代表共同组

成的三方制安全委员会，其中劳方代表通常由工会指派。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大部分涉及

工伤和职业病的简单案件，各方无需援引法律即可协商结案，无需诉诸外部干预；而对于

·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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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除非特别说明，本部分艾尔斯等人的观点均引自ＩａｎＡｙｒｅｓ＆Ｊｏｈｎ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ｂａｔ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３，７－１５，１７－８６，８８－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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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达成共识的案件，双方也都有较高的依法办事的意愿，较少发生到法院挑战执法的现

象。这既减少了资方买通执法者损害劳动者的工伤和职业病待遇的问题，又提高了执法

的效率，减少了劳资之间、企业和执法者之间的矛盾，降低了执法成本。通过三方制，集体

劳动关系与规制联系起来，前者成为后者减少腐败、提高效率、增进民主的工具；也是通过

三方制，集体劳动关系法与个别劳动关系法联系起来，前者成为促进后者实施的手段。

回应型规制理论之所以能够接纳集体劳动关系法学，是因为它对规制的概念和价值

进行了重构。在规制的概念方面，回应型规制理论改变了双方制的结构预设，建立了三方

制，这让规制的概念得以包容工会等第三方机构；在规制的价值方面，它改变了市场效率

作为单一价值追求的局面，引入了民主，这让规制的目标函数得以与集体劳动关系法相兼

容。那么，回应型规制理论又是因何而起呢？规制研究为什么要展开这样一场自我革命？

根本原因在于新理论更加符合美国的国情。罗斯福新政以后，规制国家快速兴起；自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以降，“去规制”的呼声日渐高涨；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规制与去规制的观
点形成僵局。艾尔斯等人认为，时代的主题既不是规制，也不是去规制，而是规制、去规制

与再规制的混合。他们将这种状态描述为规制波动，并且从历史中找到了规制波动的证

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的尼克松总统虽然立场保守，却推出了包括职业安全与健康规制在
内的大量规制项目；继任者卡特总统虽然来自新政的发起者———民主党，却大刀阔斧地减

少了航空、铁路、金融等经济领域的规制；他的继任者里根虽然被贴上了新自由主义的标

签，所采取的去规制措施却没有卡特那么激进，以至于有学者断言“去规制已经失败”。

每位总统都兼有支持和反对规制的侧面，这就是“波动”的含义。在“波动”已经成为常态

的前提下，单纯主张规制或者去规制都有失偏颇，反而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中道”更加符

合现实。正如艾尔斯等人在《回应型规制》一书的副题中所言，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超越

关于去规制的争论”。回应型规制就是这样一种将规制与自治（去规制）结合在一起的规

制方案。

在中道理念的指引下，回应型规制理论进一步论证了建立三方制和引入民主价值的

意义，从而为接触集体劳动关系法学扫清了障碍。在三方制问题上，有人认为引入工会之

类第三方没有价值，因为，如果国家采取去规制政策，相当于站到资本一边，那么劳动者即

使有工会帮助也对抗不了资本；而如果国家采取规制政策，相当于站到劳动者一边，那么

劳动者即使没有工会帮助也足以对抗资本。以中道理念视之，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

国家的真实政策取向介于规制与去规制之间，所以工会的介入恰恰是有意义的。正如艾

尔斯等所言，工会构成对业界（资本）权力的真实制约。在民主问题上，中道理念下的国

家既不应当采取去规制的立场，对民主价值放任不问；也不应当采取重规制的态度，以规

制替代民主决策；而是应当采取所谓社会民主国家的立场，“一方面积极对财富加以再分

配，为市场发挥力量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积极对参与权加以再分配，为民主发挥力量创造

条件”。〔２０〕 而集体劳动关系法本身就是通过赋予劳动者参与权来实现职场民主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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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联合呼之欲出。

（二）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态度转变

规制研究的态度转变获得了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界的回应。自２１世纪初开始，以东林
馨（ＣｙｎｔｈｉａＥｓｔｌｕｎｄ）和大卫·杜雷（ＤａｖｉｄＤｏｏｒｅｙ）为代表的一部分集体劳动关系法学者运
用回应型规制理论，重新构想职场秩序。东林馨的设想主要吸收了回应型规制理论中的

三方制因素，被命名为“有监督的自我规制（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而杜雷的构想主
要吸收了回应型规制理论中说服与惩罚并用的因素，被命名为“回应型职场法（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ｌａｗ）”。

与艾尔斯等人一致，东林馨的论证起点也是规制与去规制之争。只不过在职场当中，

这一争论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样态。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劳动法曾经严厉束缚工人运动，
这导致规制在劳动领域名声不佳。新政时代制定的集体劳动关系法主张劳资集体自治，

去除规制，被冠以“集体自由放任”之名，而规制的功能被局限在保障自治格局不被颠覆

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工会不断衰落，自治范围缩窄，维护劳动者利益的希望被转而
寄托在规制上，由此催生了以国家直接干预劳动力市场为特征的个别劳动关系法。重要

立法包括：打击职场歧视的《１９６４年民权法》，保护劳动者身心健康的《职业安全和健康
法》，维护关厂企业职工利益的《劳工调整与通知限制法》，监管职工养老基金运营的《雇

员退休收入保障法》，赋予职工休假权限的《家事和医疗假法》等。在去规制的大潮之下，

工作场所规制的发展成为醒目的例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例外有动摇的趋势，国家开
始尝试用放松规制换取用人单位主动采取合规措施，这被称为“自我规制”（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例如，法院将合规措施认定为免责事由，而行政机关则推出合作守法项目，前文所
述艾尔斯等人所研究的职业安全与健康守法项目即为一例。〔２１〕 回望过去的一个世纪，劳

动关系领域经历了规制———去规制———再规制———再去规制的复杂演进；而在第二次轮

回中，集体劳动关系法几乎完全缺席。怎样在职场当中开辟规制与去规制之间的中道？

集体劳动关系法在新的道路上又将扮演何种角色？这是东林馨的理论所致力于回答的

问题。

在东林馨看来，所谓中道，就是在自我规制之外引入第三方监督，建立“有监督的自

我规制”。这无疑是回应型规制理论中三方制的职场翻版。三方制在劳动法上并不是什

么新事物。早在２０世纪初，劳动法研究的先驱约翰·康芒斯（ＪｏｈｎＣｏｍｍｏｎｓ）和路易斯·
布兰代斯（ＬｏｕｉｓＢｒａｎｄｅｉｓ）等人就设想和实践过三方制。１９１１年，根据康芒斯的建议，威
斯康星州建立了工业委员会，这是美国第一个由政府建立的三方制纠纷解决机构，由资方

和工会各出一人，加上一名代表公共利益的公众代表，共同处理重大劳资争议。时至今

日，三方制还是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在内的许多劳动法相关机构的组织原则。〔２２〕 而东林馨

的三方制与康芒斯有两点重要不同：其一，国家的角色发生变化，从作为三方之一的谈判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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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２〕

ＳｅｅＣｙｎｔｈｉａＥｓｔｌｕｎｄ，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ｉｎａｎＥｒａｏｆ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０５Ｃｏｌｕｍ．Ｌ．Ｒｅｖ．３１９，３２２
（２００５）．
参见国际劳工组织官方网站对该组织“三方制构成”的简介，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ｌｏ．ｏｒｇ／ｇｌｏｂａｌ／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ｌｏ／ｗｈｏ－
ｗｅ－ａｒｅ／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ｌａｎｇ－－ｅ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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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地位，转变为针对资方的规制者以及资方自我规制的激励者；〔２３〕其二，劳方的构成发生

变化，从工会垄断劳方代表权限，转变为工会或其他劳动组织与劳动者个人分工协作。在

这种协作当中，一方面，工会以外的劳动组织如劳工中心只要能够独立于资方，且对劳动

者和公众负责，就可以担当起代表劳动者的职责；另一方面，劳动者个人不能完全指望代

表维权，而要积极发挥检举、传递信息和日常监督的作用，支持代表的工作。本来工会可

以单独胜任第三方监督的职责，然而考虑到工会长期不振，只能将工会的职责一分为二，

由新的劳动组织与劳动者个人分担，才能够起到和工会类似的效果。东林馨希望，新的劳

动组织能够帮助劳动者克服对资方报复的恐惧，还可以解决劳动者集体行动的难题。〔２４〕

东林馨的理论在集体劳动关系法的理论和实务界都引起了反响。在理论层面，有学

者在欧洲法上寻得了该理论的同道，以欧洲经验佐证该理论的实用性。〔２５〕 更为重要的研

究则指出了东林馨理论的弱点，即：作为第三方的“私营公益组织（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可能滥用其所获得的授权，还可能被作为规制者的公共机关以资助手段加
以控制，变得不再独立。〔２６〕 尽管如此，学者们仍呼吁扩大该理论在实践上的运用，例如将

之运用于保护家政工人和管理社会企业，〔２７〕甚至借鉴该理论来改造整个美国集体劳动关

系法。〔２８〕 近年来，确有个案借鉴了东林馨的“有监督的自我规制”，其中的企业管理实践

至少具备了该理论的某些特征，而效果则好坏不一。观察者总结称，在美国国内，哪怕最

有抱负的尝试也至多只能算是喜忧参半：由于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的惩戒措施，以及员工不

愿意向工会以外的第三方报告情况，企业违规现象仍很普遍。〔２９〕 而在美国以外，国际劳

工组织还支持诸如“改善约旦职场”（Ｂ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ｋＪｏｒｄａｎ）等非政府组织充当所在国劳动监
管的第三方，以期消解所在国工会羸弱的负面影响，其实际效果与美国国内差别不大。〔３０〕

与东林馨关注三方制相比，杜雷的关注点更多放在回应型规制理论的另一支柱，即说

服与惩罚并用的机制。作为加拿大学者，杜雷发现了美国与加拿大劳动法的共同任务即

寻求中道。他认为，加拿大政坛对劳动法的主流看法是“管理主义”的：既反对无条件支

持工会的多元主义观点，又反对无条件打击工会的新古典主义观点。那么，怎样调和对工

会的两种态度呢？杜雷的方案很有创意，他主张规制者通过不断试探，逐步将用人单位区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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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东林馨指出，国家为了激励资方实施自我规制，应该借鉴回应型规制理论中关于说服与惩罚并用的策略。Ｓｅｅ
ＣｙｎｔｈｉａＥｓｔｌｕｎｄ，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ｉｎａｎＥｒａｏｆ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０５Ｃｏｌｕｍ．Ｌ．Ｒｅｖ．３１９，３２５
（２００５）．
ＳｅｅＣｙｎｔｈｉａＥｓｔｌｕｎｄ，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ｉｎａｎＥｒａｏｆ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０５Ｃｏｌｕｍ．Ｌ．Ｒｅｖ．３１９，３５８－
３５９（２００５）．
ＳｅｅＭａｔｔｈｅｗＤｉｍｉｃｋ，ＬａｂｏｒＬａｗ，Ｎｅｗ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Ｇｈ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９０Ｎ．Ｃ．Ｌ．Ｒｅｖ．３１９，３１９（２０１２）．
ＳｅｅＡｎｄｒｅｗＥｌｍｏｒ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１０Ｎｅ．Ｕ．Ｌ．Ｒｅｖ．７２，７７－７８（２０１８）．
Ｓｅｅ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Ｊ．Ｋｅｎｎｅｄ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Ｒｕｎｎｅｌｓ，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Ｎｅｗ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Ｈｏｍｅ：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ｏ
ｍｅｓｔｉｃ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８１Ｕ．Ｍ．Ｋ．Ｃ．Ｌ．Ｒｅｖ．８９９，８９９－９４２（２０１３）；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Ｊ．Ｋｅｎｎｅｄｙ，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ｈｏｐＦｌｏｏｒｉｓｉｎ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Ｒｏｏｍｓ：ｔｏｗａｒｄａ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ｈｅｏｒｙ，６７Ｎ．Ｙ．Ｕ．Ａｎｎ．Ｓｕｒｖ．Ａｍ．Ｌ．６４３，６４３－６９２
（２０１２）；ＢｒｅｔｔＨ．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ＦｒｏｍＤｕｔｙａｎｄ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ｔｏ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７０Ａｌａ．Ｌ．Ｒｅｖ．
７７，１２２－１２３（２０１８）．
ＳｅｅＫｅｎｎｅｔｈＧ．ＤａｕＳｃｈｍｉｄｔ，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Ｖｏｉｃｅｉｎ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Ｃａｌｌｆｏ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ｆｏｒｍ，
９４Ｍａｒｑ．Ｌ．Ｒｅｖ．７６５，８２８（２０１１）．
ＳｅｅＫａｔｅＡｎｄｒｉａｓ，ＴｈｅＮｅｗＬａｂｏｒＬａｗ，１２６ＹａｌｅＬ．Ｊ．２，４５－４６（２０１６）．
ＳｅｅＫｅｖｉｎＫｏｌｂｅｎ，ＤｉａｌｏｇｉｃＬａｂｏ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３６Ｍｉｃｈ．Ｊ．Ｉｎｔ’ｌＬ．４２５，４５１－４６４（２０１５）．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分为两类：对于守法意愿强的单位，可以逐渐降低规制强度，不鼓励在其内部建立工会；而

对于守法意愿差、屡次违法违规的企业，不但要逐渐提升规制强度，而且要限制其阻止员

工成立工会的权利，鼓励集体谈判。〔３１〕 杜雷主张对规制对象加以分类对待，这种观点取

自回应型规制理论；而将组建工会和集体谈判当作一种惩罚措施则是他本人的创见，杜雷

认为这有利于工会的复兴，但是引起了争议。〔３２〕

如果说集体劳动关系法学曾经对规制研究态度疏离的原因在于概念和价值之争，那么，

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态度转变则源于概念和价值上的妥协，而妥协的动因是实用主义的。

由于工人运动的衰落，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作为生存策略的妥协几乎

是不可避免的。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截至２０１９年，私人部门受薪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比例
已经跌至６．４％，集体劳动关系日益沦落为特定地域、特定职业，乃至特定性别和种族的现
象，〔３３〕集体劳动关系法则在最高法院的连续打击下不断衰落。〔３４〕 在经受过法律现实主

义洗礼的学者看来，美国集体劳动法学不应当潜心于法律的内部逻辑和教义研究，而是必

须正视现实，为集体劳动关系法寻找生路。否则，法律的实践衰落不堪，法律的理论却欣

欣向荣，该是多么讽刺的情形！〔３５〕 尤为重要的是，集体劳动关系法学所坚守的内容———

以工会为代表的集体自治、以民主为代表的价值追求———不仅为资方所不容，为政客所冷

淡，更为劳动者所抛弃；在这种情况下，一味的坚持已然失去意义，随之而来的便是妥协。

首先是概念的妥协。东林馨和杜雷都不再坚持规制与集体自治非此即彼的思维模

式，而是承认二者的结合；东林馨甚至走得更远，认为规制和集体自治还能够与资方的自

我规制结合起来，而所谓自我规制在传统的劳动法学者看来无异于资方专制的委婉说法。

正如有人批评的那样，自我规制很容易沦为装点门面式的合规行为，〔３６〕而这不但与集体

自治不相容，与规制也发生冲突。东林馨对此的回应是，有了外在的规制和第三方的监

督，就能够创设足够的激励让资方切实规范自己的合规行为。〔３７〕 东林馨还认为，集体自

治未必要以工会为实现形式，只需其他劳动组织与劳动者的协作，就能实现对于工会的功

能性替代。而批评者坚定地反驳道：“我相信职场的代表制必须经由真正独立的工会来

实现，否则，共治就会不可避免地变异为对雇员的招安。”〔３８〕至于哪一方的主张更为正确，

需要更多事实来证明。

其次是价值的妥协。东林馨本人是当代职场民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她的专著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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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Ｊ．Ｄｏｏｒｅｙ，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Ｌａｗ，５０ＯｓｇｏｏｄｅＨａｌｌＬ．Ｒｅｖ．４７，７６－８５（２０１２）．
例如，ＪｅｄｉｄｉａｈＪ．Ｋｒｏｎｃｋｅ，ＴｈｅＦａｌｓｅＨｏｐｅｏｆＵｎｉｏ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３９Ｕ．Ｐａ．Ｊ．Ｉｎｔ’ｌＬ．６１５，７０３（２０１８）；ＣｙｎｔｈｉａＥｓ
ｔｌｕｎｄ，ＬａｂｏｒＬａｗＲｅｆｏｒｍＡｇａｉｎ？ＲｅｆｒａｍｉｎｇＬａｂｏｒＬａｗａｓ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１６Ｎ．Ｙ．Ｕ．Ｊ．Ｌｅｇｉｓ．＆Ｐｕｂ．Ｐｏｌ’ｙ３８３，
３８３－４００（２０１３）。
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Ｌａｂｏ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ＵｎｉｏｎＭｅｍｂｅｒｓ

!

２０１８，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ｏ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８，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ｌｓ．
ｇｏｖ／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ｐｄｆ／ｕｎｉｏｎ２．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３－０５］。
ＳｅｅＪｕｌｉｕｓＧ．Ｇｅｔｍａｎ，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ｎＵｎｉｏｎｓ：ＷｈｙＬａｂｏｒＬａｗｉｓＦａｉｌ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ＬＲ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
艾伦·海德指出，“劳动法的每一个失败，都成为劳动法理念的成功。”［美］艾伦·海德：《劳动法理念这回事：一

则寓言》，阎天译，载林嘉主编《社会法评论》（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２９页。
ＳｅｅＰａｕｌＭ．Ｓｅｃｕｎｄａ，ＢｏｏｋＲｅｖｉｅｗ，６４Ｉｎｄｕｓ．＆Ｌａｂ．Ｒｅｌ．Ｒｅｖ．２０３，２０４（２０１０）．
ＳｅｅＣｙｎｔｈｉａＥｓｔｌｕｎｄ，Ｒｅ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Ｆｒｏｍ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ｐ．２１１．
ＰａｕｌＭ．Ｓｅｃｕｎｄａ，ＢｏｏｋＲｅｖｉｅｗ，６４Ｉｎｄｕｓ．＆Ｌａｂ．Ｒｅｌ．Ｒｅｖ．２０３，２０４（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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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职场连结如何强化多元民主》有力地重申了民主作为集体劳动法核心价值的地

位。〔３９〕 而恰恰是这样一位民主的鼓吹者却主张，不该再把劳工的结社自由和自我决定权

仅仅看做民主社会的固有价值，而是要强调其能够实现规制目标的工具价值。顺着这一

思路，杜雷主张把工会结社当成促进资方合规的工具。民主从目的变成了手段，看似地位

的降低，实则未尝不是回归了在职场中引入民主的本意。无论集体劳动关系法还是个别

劳动关系法，都是将政治生活中的宪法秩序移植到经济生活的尝试：民主和权利是公民面

对强大国家机器时的主要自卫手段，而劳动法则试图用民主和权利来帮助劳动者对抗资

本。集体劳动关系法试图移植民主，而当民主无法保护劳动者时，个别劳动关系法又试图

移植权利。〔４０〕 东林馨和杜雷的主张无非是以民主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这仍然没有突破

在职场建立宪法秩序的范畴。

三　评估、启示和展望

迄今为止，规制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交汇还很初步，并表现出下述特征：其一，

交汇具有局部性的特征。无论在规制研究还是在集体劳动关系法学之中，相互感兴趣的

学人都数量不多。引入回应型规制理论并没有从整体上改造集体劳动关系法学，主流学

者仍然认为劳动法的前途在于用人单位的自我规制，〔４１〕而不是“有监督的自我规制”。其

二，交汇具有异端性的特征。伸手相握的双方在各自阵营里都未获得完全接受。艾尔斯

等突破命令—控制式机制，并将民主价值引入规制；东林馨等突破集体自治范式，并将民

主从价值目标降格为手段，这些思路都招致批评。其三，交汇具有单向性的特征。交汇基

本是以将规制研究成果应用于集体劳动法学的形式实现的；虽然集体劳动法的实践被规

制研究者当作核心论据，但是集体劳动法学对于规制研究的影响几乎看不到。两大学科

之间的有效对话———而非单向灌输———仍然遥不可及。

但是，研究两大学科的交汇仍然能够提供重要的学术启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理解学科的概念认知。一个学科是怎样界定自己的？哪些现象被接纳为研究

对象，哪些现象被排除出研究视野？历史表明，规制研究对于“规制”的基本预设是命

令—控制机制，这是无需论证的、当然的研究对象；而包括三方制在内的其他结构设想，如

果要列入规制研究的议程，都需要以命令—控制机制为参照系进行充分论证。集体劳动

关系法学对于“集体劳动关系”的基本预设是集体自治，而在自治之外增加他治、在工会

之外增加其他工人代表组织，都需要加以论证。

二是有助于理解学科的价值基础。一个学科是怎样评价自己的？哪些价值被接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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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尺度，哪些价值被排除出评价清单？历史表明，规制研究的基本价值追求是市场效

率，这主要通过矫正市场失灵来实现，是无需论证的、当然的评价尺度；而包括民主在内的

其他价值，如果要拿来评价规制的好坏，都需要做出论证。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基本价值

追求是民主，而在民主之外增加其他价值，或者把民主从价值目标降格为手段，都需要进

行充分的论证。

三是有助于理解学科的演进规律。一个学科怎样新陈代谢？演进的形式是什么？演

进的动力有哪些？历史表明，妥协是学科概念和价值演进的主要形式。妥协既不是不变，

也不是全变，而是在保留原则基础上的渐变。对于规制研究而言，从双方制到三方制、从

单纯追求效率到同时追求民主，都是妥协的产物；对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而言，从集体自

治到接纳他治、从民主至上到民主降格，同样是妥协的结果。妥协不是衰退，而是更新的

手段，它让学科得以跟上现实政治的步伐，后者恰恰是学科演进的动力所在。规制研究因

规制改革而起，又为打破规制与去规制之争的僵局而提出回应型规制理论；集体劳动关系

法学因劳资集体冲突而起，又为解决工人运动的生存危机而吸收回应型规制理论。政治

形势对于学术发展的牵引和导向作用十分明显，这也表明，无论规制研究还是集体劳动关

系法学，在美国都属于经世致用之学，侧重“法外说法”而非“就法论法”。

至于规制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交汇的前景，将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理

论决心，即愿意再做出多大的妥协。规制研究的妥协空间已经不大，较有弹性的是集体劳

动关系法学。妥协最甚的主张是彻底否定集体劳动关系法的特殊性，认为劳动法只是克

服特定集体行动问题的工具；只要类似的问题出现，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任何市场当中，

都可以用同样的工具来应对。〔４２〕 这种观点将集体劳动关系法与规制完全打通，不过主流

劳动法学界恐怕很难接受。妥协较少的主张是寻找规制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之间的

新理论衔接点。过去，回应型规制理论充当了衔接点的角色，未来可能补充反思式法（ｒｅ
ｆｌｅｘｉｖｅｌａｗ）理论或其他。〔４３〕 这种观点是两大学科先前交汇思路的延续，落实的可能性较
大。当然，还有一种妥协最少的主张，那就是是维持局部的、异端的、单向的交汇现状。二

是实践成效。两大学科都是抱着自我完善的心态走到一起的：规制研究希望在对方身上

寻找证明回应型规制可行的证据，集体劳动关系法学希望在对方身上寻找复兴工人运动

的出路。假如美国工人运动继续衰落，就说明这种寻找收效不大，而这恐怕是大概率事

件。如此看来，两大学科交汇的前景不容乐观。

四　结 语

本文的上述讨论都是基于美国的情形。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这些讨论与我国法学是

否相关？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本文的讨论与我国的规制研究是否相关？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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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相比，我国的规制研究发展仍较为初步，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规制研究界尚未形成稳定

明确的自我认知。规制研究在中国要研究什么对象，追求什么价值，研究与政治之间的关

系如何确定，诸如此类问题的讨论一直在进行之中，而照搬美国的答案显然会有南橘北枳

的风险。或许可以借鉴的经验是：通过促进规制研究与部门法学的交汇，能够帮助规制研

究更好地反思自己、认识自己，从而加速这个学科和思潮的成熟。在构建自身的学术传统

和学人认同之外，以开放的心态从其他学科汲取养分，进而“反求诸己”，是中国规制研究

值得一试的成长经验。

其二，本文的讨论与我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学是否相关？东林馨曾经谨慎地展望其理

论在中国的应用前景。她发现，我国的工会和工人权益组织与她理论中的第三方差别巨

大，因此反对简单机械的理论移植。〔４４〕 这种态度无疑值得借鉴。与美国相比，我国集体

劳动关系法学对于工会以外的劳工组织形式虽然陌生，但是基本没有概念层面的排斥；在

价值层面，工业民主作为宪法为集体劳动关系法确立的重要价值，其意涵和机制有待进一

步开释和完善，〔４５〕但是对于追求和协调包括民主在内的多元价值持有开放态度。这意味

着我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学与规制研究的沟通较少存在观念和价值的障碍。就此而言，我

国两大学科的交汇虽然发力比美国要晚，但是前景更可期待。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１６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劳
动法问题研究”（１６ＦＸＣ０２４）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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